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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在历来的文学批评话语中，卡捷琳娜形象所背负的宏大伦理叙事功能与审美功能表现为分裂
的两极，但实际上它们可以在“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中找到契合点，即“人是目的”。所以，本文在尝试沟通对
于卡捷琳娜形象的伦理批判与审美批判两种评论模式的同时，将以人学本体论为依据进一步探索《大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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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杰出的、独立的剧作家，正如冈察洛夫所指出的

那样：“……您（奥氏）独自一人建成了一座大厦，固然它的基石是由冯维辛·格里鲍耶陀

夫和果戈理奠定的。但只有在您出现以后，我们俄国人才能够骄傲地说：‘我们有了自己的、

俄罗斯民族的戏剧。’”（Г.И. Владыкин 1953：387）奥氏一生共创作了 47 部戏剧，包含了正

剧、喜剧、悲剧和历史剧等多种形态，其中悲剧创作成就最为突出。奥氏第一个将普通市民，

尤其是商人阶层作为戏剧的表现对象，这客观上顺应了世界近代悲剧世俗化的潮流，使俄罗

斯戏剧最终融入世界戏剧舞台脉动的韵律。 

正如“17 世纪莎士比亚、卡尔德隆等人的巴洛克悲剧与古典悲剧的区别在于它从神话

转入历史”（W. Benjamin 1977：120）一样，近代悲剧实现了历史到现实的转向，它更为关

注个人在具体历史条件与社会关系中的生存境遇，关怀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黑格尔曾明确

指出：“近代悲剧却一开始就在自己的领域里采用主体性原则。所以它用作对象和内容的是

人物主体方面的内心生活，不像古典艺术那样体现一些伦理力量。”（黑格尔 1979a：319）

奥氏最负盛名的悲剧《大雷雨》正是体现了这一历史转向的两个维度：首先，剧中人物被置

于宗教、伦理、社会阶层、地域限制以及受教育程度等人之现实生存所需的社会性因素的制

约之下；其次，主人公个体的性格因素，包括其内在思想矛盾与情感欲求成为推动情节发展

的主要动力。这样，《大雷雨》中不仅有对卡捷琳娜“实是人生”的忠实描绘，更有其对“应

是人生”（王元骧 2010：233）的期盼，即对个体生命之外的价值追寻。所以，在批评话语

中，卡捷琳娜既作为“黑暗王国”中的意识形态批判力量，又作为一种“向生而死”（郑永

旺 2011：234）的审美力量而存在，批评视野虽有不同，却是对“人是目的”这一终极目标

的不同阶段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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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对卡捷琳娜形象悲剧美的审视也应以人的主体性为归宿，从悲剧冲突的内外两个

层面展开考察：在人——社会一线上，揭示处于僵化伦理秩序重压之下卡捷琳娜 “柔弱”

反抗的道德及审美价值；而在人——内在精神一线上，则要传达出卡氏之悲剧予人之本真存

在的审美观照，从而实现从审美意识形态 1 到审美超越的转向。 

2 卡捷琳娜悲剧性之理论诠释：“悲”从何来 

在我们的印象中，悲剧人物似乎总与“英雄气概”相关联。朱光潜在其《悲剧心理学》

中也强调，悲剧人物必须具备“心灵的伟大”、“超乎常人的坚毅和巨人般的力量”等特质，

并且悲剧感就在这些悲剧人物以其崇高的力量与无常命运的抗争中产生，它以一种强大的生

命力引导人们达到审美上的崇高感受。而在《大雷雨》中一切似乎是另外一种情形。至少，

我们很难将卡捷琳娜的悲剧归入“英雄与命运抗争”这一模式中去。 

首先，《大雷雨》所截取的是一座伏尔加河畔小城里日常生活中的片段，剧中人物都是

普通的小市民，他们所从事的自然也不是什么关乎人类命运、社稷安危的事，不过是想维系

自己一点小小的生存空间而已。卡捷琳娜自始至终所关心的不过是摆脱婆婆的压制，眷恋少

女时代的自由生活，绝没有带领人们推翻封建农奴制及家族制度压迫的雄心壮志。其次，我

们似乎可以将卡捷琳娜的人生悲剧完全纳入因果关系的解释中，顽固残酷的家族制度、卡捷

琳娜本身的性格与宗教信仰等因素共同导致了她最终的死亡，这就等于否认了维系古典悲剧

存在的终极力量——神秘的命运。诚然，剧中自始至终还有几处散发着“神秘”的气息，半

疯癫贵妇人的“预言”、带有惩戒意味的大雷雨似乎都在暗示着卡捷琳娜悲剧的必然性。但

这种“命运”的质素显然难以使我们产生面对浩瀚“宇宙本体”时“那种自觉无力和渺小”

（朱光潜 2009：78）的感觉，或许仍然能够产生对“整个人类的怜悯” （朱光潜 2009：

87），但却是基于另一种理由的解释。总之，这里“命运”的力量绝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复

次，《大雷雨》中的戏剧性不足，而抒情性有余，被束缚的年轻一代似乎都在努力躲避与长

辈发生言语或行动上的直接对抗。不独卡捷琳娜，包括鲍里斯、卡巴诺夫、瓦尔瓦拉都在竭

力维系在长辈面前的“恭顺”形象，绝少行动上的反抗。著名戏剧家焦菊隐曾指出，《大雷

雨》之“‘悲剧’的空气……产生于剧中那个富有梦想的媳妇之不能被商人阶层人物与环境

所理解”（焦菊隐 2005：160），而“富有梦想”的卡捷琳娜对婆婆无理管束的反抗方式更多

地体现在其激烈而丰富的内心活动中。所以，焦菊隐认为应从“写实”与“抒情”两个角度

进行解读，以“弥补戏剧性的缺乏”（焦菊隐 2005：160）。但以 “犹豫”与“彷徨”为标

志的抒情性意味着“英雄气概”不可避免的没落。可见，《大雷雨》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

“英雄悲剧”，而应归入关注人之现实生存的近代“市民”悲剧之列。但“随着‘市民悲剧’

的兴起，真正的悲剧就从舞台上消失了”（朱光潜 2009：78）这一论断是否确实呢？ 

其实，在上面对《大雷雨》戏剧特色的分析中我们注意到了一种转向，即剧作家对俄国

国内现实、普通人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精神痛苦的强烈关注，这一点尤为革命民主主义批评

家杜勃罗留波夫所看重：“他（奥氏）能够完整而多方面地描写俄罗斯生活的根本方面和要

求。”（杜勃罗留波夫 1983：369）这里杜氏所说的“要求”就是人本主义的要求，切合到卡

捷琳娜形象本身，一方面是指她对僵化保守的家族体制的不满，尝试挣脱它的钳制而成为独

立的社会个体存在，另一方面卡捷琳娜剧烈的内心挣扎，则表现出其要成为精神独立个体的

追求。而这两点的存在都是以卡捷琳娜作为一个人为前提考虑的。后一方面显然是《大雷雨》

关注的重点，因为前者也几乎转化为卡捷琳娜精神诉求的一部分，她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实际

行动去加以实现。可以说，全剧的情节是以卡捷琳娜在黑暗王国的精神痛苦及最终毁灭为主

要线索的，而“残忍”的小城风俗是作为背景，而不是主要的冲突对象而存在。这也就形成

了从表面上看来几乎没有冲突的悲剧，或者说悲剧冲突“内化”了。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哪

里确有相互独立的冲突的力量，哪里就有悲剧发生”（雅斯贝尔斯 1988：110），那么，在一

定意义上《大雷雨》是一部反映不同思想意识与观念在卡捷琳娜身上对抗的精神悲剧。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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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琳娜的悲剧性可以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诠释： 

首先，奥氏在《大雷雨》中并没有选取“在底层”的人们，比如库利金、伙计库德里亚

什等作为悲剧主人公，而是将卡捷琳娜寻求精神“理解”作为主题，表明剧作家并非想要进

行合乎“历史的必要要求”（马克思、恩格斯 1995：560）的社会宏大叙事。但作为一个生

活在商人社会错综复杂关系之中的清醒的作家，奥氏不可能不受当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潮

的影响，不可能对商人阶层唯利是图、专横跋扈、虚伪狡诈、保守顽固等非人道的弱点视而

不见，这我们从他的《自家人好算账》、《没有陪嫁的姑娘》、《名伶与捧角》等剧本中得到证

明。同样，在《大雷雨》中奥氏的这种意识形态倾向得到了形象地表现，统治着这座小城的

商人季科伊和卡巴诺娃简直就是粗俗、野蛮、愚昧、思想僵化、毫无人性等词语的化身，连

他们的姓氏都与野兽相关，而他们对年轻的生命和思想的残酷打压甚至扼杀更是让我们对其

充满憎恨；卡捷琳娜身上有“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 2008：6）

的影子，体现出奥氏关于美的理想。而卡捷琳娜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牺牲品，体现了新生社

会力量向自由迈进所受到的必然阻碍，从而激起我们强烈的认同与怜悯。所以，卡捷琳娜悲

剧性的社会意义就在于煽动我们的道德正义感，在对卡捷琳娜形象产生认可的同时，自觉或

不自觉地接受其中暗含着的意识形态倾向，但这里显然不具有任何强制性的色彩，一切都是

在对悲剧的审美感知中发生的。而奥氏意识形态中的人本主义倾向则有助于我们对卡捷琳娜

的悲剧性展开进一步的解读。 

其次，卡捷琳娜之死的必然性表现了一种生命卑微感。这可以看作古典悲剧宿命论思想

的残余，但并不是基于对浩瀚宇宙之神秘的感叹，而是一种对个体生命局限性的清醒认识。

《大雷雨》中不断闪现的“死亡预言”与卡捷琳娜紧张、痛苦、不断反复的精神求索形成一

种张力，使人们不断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及其必然的失败与毁灭。所以，与古典悲剧中人面向

命运时的“无力与渺小”感所逆向激发的人之崇高尊严感相比，近代悲剧中人被置于理性与

伦理编织的重重社会架构之中的存在现实就是卑微的一种真实写照，人之存在化为伦理符

号，“命运”作为僵化秩序残酷性的象征，它也就再不能激发人的生命活力，而必然地导向

死亡，所以卡捷琳娜的生命不再具有任何价值，唯有她的死亡才是卡巴诺娃与“贵夫人”之

流所需要的。这样，命运力量的神秘无常转变成为一种“清晰可见”的“必然性”，于是，

人的无限创造潜能的生命源泉干涸了。诚如美国学者罗伯特·科里根所指出的那样，“必然

性是生命的低贱、荒诞、脆弱的具体表现；它是对人类所有经验的局限与必败性质的认可”。

（罗伯特·科里根 1990：94）所以《大雷雨》并没有以卡捷琳娜“诗意”的一跃结束，而

要写她跳崖后“碰到铁锚”，卷入“漩涡”，而她的尸体仍然承受着卡巴诺娃们的诅咒……人

生命之卑微可以想见。但“人类与必然性的斗争……正是悲剧的永恒性质，是悲剧之间的联

系。”（罗伯特·科里根 1990：94）这种斗争本身又意味着新的悲剧性内涵。 

最后，卡捷琳娜具有深刻的悲剧意识。她时时意识到她所珍爱与追求的终将失去，她自

己也将因此而毁灭，她感到自己的生命将随“自由”的被扼杀而最终消逝，所以，她不时发

出“我快要死啦”的呐喊；在对鲍里斯的爱慕尚处于萌芽时，她就感受到“仿佛我站在深渊

旁边，有人正把我往下推，我却没有东西可抓”。这种如临深渊的恐惧感并不仅是卡捷琳娜

虔诚的宗教情感的作用，因为她数次表明自己敢于自杀的决心，这显然是有违东正教义的；

也不是惧怕伦理力量的惩罚，因为她表明“要是我能跟他见上一面，我就会从家里逃走，哪

怕天塌了也绝不回家。”（奥斯特洛夫斯基 1987：118—120）这种恐惧感更多的就是潜意识

中那种一切终将毁灭的预感。卡捷琳娜的悲剧意识就在于这种一切的“终将毁灭”，它暗含

着深刻的恐惧、那将于恐惧中穿行的决心以及对那“代表正义、健康和善的精神力量的有价

值的毁灭”（郭玉生 2006：73）的痛惜。而正是这种悲剧意识使卡捷琳娜有别于追逐本能欢

乐的瓦尔瓦拉和理智谨慎的库利金，成为《大雷雨》悲剧性的言说者，同时它又进一步升华

了卡捷琳娜形象的悲剧意蕴，既显示出人类精神之伟力的骄傲，又蕴含着对人类美好精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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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毁灭的深沉悲痛。然而，正是这一深植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悲剧意识“一直支撑着人和

人的生存”，（任生名 1998：244）使人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宇宙中的主体地位，所以，

就这一点来说，卡捷琳娜之“悲”是对人类生存之思考的生动解说。 

3 卡捷琳娜形象的悲剧审美：人之存在的追问 

鲁迅曾在杂文《几乎无事的悲剧》中写道：“……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

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鲁迅 1981：371）而对于这种

“被社会重压、毁灭了的有价值的精神的悲剧”，其悲剧美感并不在于“人物形象的反抗精

神，而是代表正义、健康和善的精神力量的有价值的毁灭。”（郭玉生 2006：73）鲁迅对“社

会重压”的强调意味着他所指的对象是转向现实人生的近现代悲剧。这里，我们看到人的精

神已经从抗争的“前线”撤退，而成为消极等待毁灭的客体，那么，那种自由无利害的审美

快感从何而来呢？似乎，古典悲剧的审美快感于我们更亲近些，因为“悲剧在哀悼肉体失败

的同时，庆祝精神的胜利”、“引起我们快感的不是灾难，而是反抗”。（朱光潜 2009：82—

83） 

但诚如上文分析中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在《大雷雨》中并不缺少反抗的动机，它表现在

卡捷琳娜激烈的内心活动、言语独白，而更为明显地表现在她勇于自杀的勇气上。而且，卡

捷琳娜这些似乎缺乏“英雄气概”的反抗行为所需要的精神自觉以及精神力量也是极其伟大

的，因为如《大雷雨》所展示的那样，宗教道德以及家族伦理几乎将这里人的自主精神扼杀

殆尽，卡巴诺夫、鲍里斯正是这种精神奴役的写照。但与古典悲剧英雄与命运的抗争不同，

卡捷琳娜要面对的是更为冷酷无情的理性秩序，她避免成为僵死的伦理符号，而力求成为“鲜

活的”生命个体，所以卡捷琳娜形象的悲剧美包含杜氏所言的“一种使人神清气爽、令人鼓

舞的东西”，（杜勃罗留波夫 1983：397）卡捷琳娜以她的死亡宣告着与桎梏势力的彻底决裂，

并且凭借人们的道德认同所产生的继续这一反抗的强烈愿望，宣告了人格尊严与精神力量的

最终胜利，而这一“敢作敢为性质的情操（即是激起我们力量的意识，克服着每一障碍）是

审美上的崇高。”（康德 1964：114）这样，实际上奥氏的意识形态倾向通过无利害的审美愉

快提升为一种普遍可传达性的、人们可以沟通交流的社会性情感，从而在这种情感同一中潜

移默化地受到道德教化。这也就是康德所谓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而卡捷琳娜悲剧形象的崇高美感还有另一种更高层次的表现。海德格尔曾经说过“美是

作为敞开发生的真理的一种方式”，（海德格尔 1991：54）卡捷琳娜的内在美所要揭示的就

是人之存在的真理。卡捷琳娜从小就是一个富有幻想的女孩子，而这一切都是与上帝的形象

联系在一起的。 

“我简直太喜欢到教堂去啦！我就象进了天堂一样，什么人也看不见，忘记了时间，也
没有听见礼拜是什么时候结束的。仿佛这一切都是在一秒钟之内发生的。妈妈对我说，大家
常常瞧我，不明白我这是怎么啦！你知道吧：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从教堂的圆屋顶投下一
道明亮的光柱，这光柱里烟雾缭绕，犹如云彩在漂浮，我看到，仿佛常常有天使在这道光柱
里飞翔和唱歌……”（奥斯特洛夫斯基 1987：117—118） 

显然，卡捷琳娜的宗教情感并不是强制性的宗教训诫所培育的，它是一种不为任何外部

力量所驱动的神秘的精神体验，是个体生命在感性直观中与“上帝”的直接“对话”，是一

种对于爱、自由和生命意识的直接获得。而“这种遽然而来的对宇宙人生的不可遏制的爱”

（刘士林 2004：63）伴随着一种自觉的崇高道德追求，在与瓦尔瓦拉的谈话中，卡捷琳娜

说道： 

“死，我倒不觉得可怕，可是我想，在这次谈话后，我突然出现在上帝面前，就象这儿
我跟你在一起一样，那才可怕呢。”（奥斯特洛夫斯基 198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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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在上帝面前谈论“死”（含有自杀的意愿），说明卡捷琳娜不是畏惧上帝的惩罚，而是

因为不纯洁的道德感而自愧于上帝。但这种崇高道德感却是卡捷琳娜以纯粹的感性审美的方

式获得的，因为她并没有关于宗教教义的系统知识，奥氏特地安排的卡巴诺夫家香客与女仆

之间愚昧不堪的对话既强调了这一点，也暗示了卡捷琳娜从香客汲取材料构建的“上帝”形

象本身就带有感性的、含混的性质。那么，也可以说，卡捷琳娜于“诗意”的直观中所窥见

的“上帝”就是“生命的本体映像”。卡捷琳娜自始至终以崇高的道德感来捍卫生命的本真

存在，以此我们就可以解释她思想行为的矛盾性：她的“上帝”似乎既化身为光明仁爱的“天

使之国”，又寓居于阴森恐怖的“火焰地狱”，她既渴望“幸福”地死去（“要是我小时候死

了就好啦”，（奥斯特洛夫斯基 1987：137）又好像无比地“怕死”……其实，这种矛盾是卡

捷琳娜预感到她与“上帝”的沟通必然被隔断的深刻恐惧的表现，因为那意味着她生命源泉

的干涸。这一点还充分体现在她与鲍里斯短暂交往中深刻的罪孽感，最终也迫使她当众忏悔。

这样，卡捷琳娜不自觉地按照美的理想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塑造，“赋予人作为一个人格的生

存以一绝对的价值”。（康德 1964：45）而同时卡捷琳娜形象作为一个审美客体，以其悲剧

性命运向人们展示其精神存在所达到的高度，在超越利害的审美交流中，“敞开”被遮蔽的

“真理”，间接促成人们对自身内部世界的建构，这是卡捷琳娜悲剧审美更深层意义上的“无

目的的合目的性”。 

《大雷雨》中疯疯癫癫的贵妇人曾先后两次作出“预言”，她的“预言”模式可以归纳

为：美貌——诱惑——毁灭（“卷进深渊”），这似乎恰好应合了卡捷琳娜一生的命运，这也

是我们所说的《大雷雨》中“命运”依然有其神秘性的依据所在。但这里，与“命运”一起

惩戒“诱惑”之罪的还有宗教训诫——耶稣教诲“不可奸淫”，（马太福音 2009：1：1）以

及家族伦理——伙计库德里亚什在听到鲍里斯要约会卡捷琳娜时，第一反应就是“您想把她

彻底毁了”，（奥斯特洛夫斯基 1987：152）而后两者必然将导致卡捷琳娜的“毁灭”。这里

“命运”的神秘性几乎可以排除。但还可以说，“命运”表现在卡捷琳娜要犯“诱惑”之罪

的预言上，不过，我们已经探讨过卡捷琳娜的精神生命在伦理秩序的桎梏下奄奄一息，亟需

爱的给养，而这种反抗又违背了她内心纯洁的道德感，必然导致她的当众忏悔，从而受到了

伦理秩序的最终扼杀，这种“诱惑”是卡捷琳娜精神需求的必然结果。所以，卡捷琳娜的“命

运”不是被放到宙斯的天平 2 上称量，而是为宗教道德和家族伦理所框制，成为一种强制性

的因果必然。 

而在《大雷雨》中异常突显的是封建家族伦理的强大，因为小城居民的宗教精神几乎为

宗教迷信的蒙昧所覆盖，并与家族伦理的道德相融合。所以，贵妇人的形象即是封建家族伦

理的人格化，其“失心疯”的形象则暗示着伦理秩序窒息生命的残酷性。她所呼喊的：“美

貌是我们的祸根”，就是要将美扼杀，就像当年柏拉图将诗人、音乐家驱逐出“理想国”一

样，将美赶出要求“铁的秩序”的“伦理国”，因为美能“诱惑”人们“去决斗，挥剑砍杀” ，

（奥斯特洛夫斯基 1987：170）去探寻真理。所以，内在精神生命极为丰盈的卡捷琳娜在听

到贵妇人的“预言”会是如此的恐惧，恐怕在于她直觉地感受到了伦理秩序对她的死亡警告。

而大雷雨作为一种自然现象，也具有道德评判的意味，（郑永旺 2011：237）不过它所指向

的卡捷琳娜的道德内省，正是在第一次遇见大雷雨时，卡捷琳娜产生了怕带着道德罪孽突然

见到上帝的想法。同时，大雷雨的自然属性，如同伏尔加河畔怡人的风景一样，代表着生命

的勃勃生机，所以它所代表的是一种纯洁内在生命的要求。这是一个两难的命题，卡捷琳娜

无论如何作为都要面临精神或肉体的“死亡”，所以，在“恐惧”与“犹豫”的反复折磨下

她终于以自己生命的结束摆脱了选择的痛苦，而在后人的审美中获得了与“生命本体”的融

合。 

同样，我们在与卡捷琳娜形象的审美交流中仍然能够感受到那在冷酷无情的必然性（包

括理性秩序体系）面前生命战栗的卑微，以及对处于内在生命要求与外在桎梏之下人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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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或肉体或精神）的深沉悲痛，但因为有了对人之生命本真存在的体悟，我们能够超越

这种恐惧与悲悯之情，以“净化”了的心灵，真正感受到人之精神的崇高。 

4 结束语 

通过对卡捷琳娜悲剧形象丰富的审美内涵的阐释，可以发现，《大雷雨》在一定意义上

是人类之悲剧存在的终极隐喻，暗示着人类的前进始终处于与各种形式的“必然性”的斗争

中，无论是命运，还是理性秩序或是其他。而这正是人的生命价值得以彰显的方式，恰如黑

格尔所讲的：“凡是始终都只有肯定的东西，就会始终都没有生命。生命是向否定以及否定

的痛苦前进的，只有通过消除对立和矛盾，生命才变成对它本身是肯定的。”（黑格尔 1979b：

124）但这又是一场必然失败的抗争，是人的精神或肉体不断遭受毁灭的悲剧。卡捷琳娜的

悲剧形象之所以不朽，就在于她传达着人类之生存不息的秘密。 

 

附注 

1 目前国内学界对“审美意识形态”之定义并未达成一致，本文赞同王元骧先生的诠释。其基本含义为：
文艺本质上是通过作家审美情感之活动来反映生活的（即“审美反映论”），而作家本人的社会属性又不可避
免地使其审美诉求带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性质。它最终要回归到“人学本体论”以实现对当下的审美超越。 

2 宙斯的天平：在古希腊神话的特洛伊之战中，宙斯用天平来决定英雄赫克托耳与阿喀琉斯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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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literary criticism there are always two traditions in the study of Ostrovsky’s Katerina: the 

aesthetic study and the historical ethics’ study, and the two criticism modes are mutually exclusive. But 

they can find a meeting point in the theory “Aesthetic Ideology”, that is “People are the purpose”. So in 

this text we will try to connect these two criticism mode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use the theory of 

People Ontology to make a deep research on Thunderstorm’s aesthetic transcendence in order to reveal 

Ostrovsky’s thinking about the real human 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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